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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的差异* 

李方君  钟旭朋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在前因与后果上的差异。这些差异的理论基础包括计划行为

理论、调节焦点理论、目标导向理论、社会期望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归因理论、自我损耗理论、认知评价

理论以及情感事件理论。与理论相对应, 两类建言前因的差异体现在建言者特质(如人格、动机)、领导风格与

行为、领导成员交换和组织层面的因素(如组织政治、组织公平)等方面; 后果的差异体现在建言者工作态度与

行为(如绩效、工作满意度)、领导建言采纳和团队绩效等方面。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探讨两类建言在

团队中的共存、两类建言的文化差异等。 
关键词  建言行为, 促进型建言, 抑制型建言, 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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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建言领域, 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是最为常

见的建言分类。近年来, 学者们从一些理论视角

出发, 探讨它们在前因和后果上的差异。例如：

前因方面, Lin 和 Johnson(2015)根据调节焦点理论

发现 , 员工的调节焦点影响其做出不同的建言 ; 
Kakkar, Tangirala, Srivastava 和 Kakkar(2016)基于

目标导向理论发现, 绩效趋近导向增加促进型建

言, 绩效回避导向产生抑制型建言; Qin, DiRenzo, 
Xu 和 Duan(2014)从资源保存理论出发发现, 员工

在情绪耗竭时, 容易受资源获取动机的驱使, 而进

行抑制型建言。后果方面, Li, Kark和 Morrison(2017)
基于调节焦点理论发现, 促进型建言为主的团队

使领导形成促进焦点, 而成为远见型领导, 抑制

型建言为主的团队使领导形成预防焦点, 而成为

定规型领导; Su, Liu 和 Hanson-Rasmussen(2017)
基于归因理论发现, 管理者会把促进型建言的动

机归结为亲社会动机和建设性动机, 进而提高对

建言者的绩效评价, 然而抑制型建言并没有这样

的效果; Lin和 Johnson(2015)从自我损耗理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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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与促进型建言相比, 进行抑制型建言给员

工带来的自我损耗更高。 
虽然在两类建言的前因与后果方面, 我们已

经积累了不少知识, 但是这些发现比较零散, 不
利于我们对两类建言进行全面的理解, 也不利于

未来的建言研究。基于此, 本文力图系统回顾和

梳理相关文献, 并对未来的建言研究提供一些建

议。本文首先介绍两类建言的概念和差异; 接着

探讨其前因和后果差异的理论解释 ; 然后从员

工、领导、人际和组织四个层面呈现相关的影响

因素, 再从员工、领导和团队三个层面呈现相关

的后果变量; 最后提出两类建言未来可能的研究

方向。综上, 本文的框架如图 1 所示。 

2  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的概念和差异 

2.1  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的概念及研究现状 
由于员工建言对团队学习、团队创新、组织

绩效和工作单位有效性的积极影响, 在过去的 20
年里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如段锦云 , 
2011; 段锦云, 张倩, 2012; Burris, 2012; Morrison, 
2011)。所谓员工建言是指员工主动提出建议、意

见或想法以改善其所在团队、部门或组织现状的

行为 , 其主要目的在于改进而非批评(LePine & 
van Dyne, 2001)。根据组织实际情况和研究的深

入, 学界发现建言是一个多维的构念, 它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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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的差异 
注：作者根据现有文献整理。 

 
是提出改善组织的想法也可以是报告组织中存在

的问题。基于此, Liang, Farh 和 Farh (2012)把建言

区分为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 前者指员工主动提

出新想法或新建议, 以提高组织绩效和改善组织

运作情况的行为, 后者指员工主动指出组织中存

在的可能危害组织正常运转的问题, 以防止组织

运作进一步受损的行为。 
尽管两类建言的关注点不同, 但也存在一些

相似之处。例如, 它们同属于挑战性建言, 即以挑

战现状的方式促进组织的发展, 而非支持现有的

运作方式; 同时 , 建言者基于建设性意图 , 而非

防御意图(Maynes & Podsakoff, 2014)。另外, 两类

建言都是员工角色外行为 , 而非职责内行为

(Liang et al., 2012)。因此, 一些学者将两类建言看

成相似的构念 , 探讨了它们共有的前因与后果(如
李锐, 凌文辁, 方俐洛, 2010; Zhang, Hu, & Qiu, 
2014)。已有综述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回顾(如 Morrison, 
2014), 本文则不再赘述。 

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促进型与抑制型建言

的差异, 并开始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讨两类建言

在产生机制与影响机制上的差异, 及其对应的前

因与后果差异(如 Liang et al., 2012; Lin & Johnson, 

2015; Kakkar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随着研

究证据的积累, 对这些差异进行系统概述变得越

来越必要。理论上, 厘清这些差异能深化我们对

员工建言这一现象的理解, 员工建言不能一概而

论, 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各有其独特的产生原理

与影响因素和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后果。在管理实

践上, 无论是促进型建言还是抑制型建言, 对组

织都有重要意义。只有清楚区分两类建言, 管理者

才能有针对性地激励不同类型的建言, 并分别对

其进行管理与利用, 进而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作用。 
2.2  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的差异 

在对两类建言的特点进行全面理解和把握的

基础上, 本文归纳出它们的差异所在, 具体体现

在以下方面。一是焦点关注不同：促进型建言以

建议为导向, 关注的是获益; 抑制型建言以问题

为导向, 关注的是止损(Lin & Johnson, 2015)。二

是时间指向不同：促进型建言指向未来, 不能立

即对组织产生影响; 抑制型建言主要指向过去或

当前存在的问题 , 能起到及时的止损作用(Liang 
et al., 2012)。三是对组织的挑战程度不同：促进

型建言的良好意图容易被组织察觉, 对组织的挑

战程度较小 ; 抑制型建言虽同样基于良好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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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质疑现有的管理实践和程序, 组织容易感受

到这种建言的挑战意味(Burris, 2012)。四是对员

工的风险性不同：促进型建言比较受组织欢迎 , 
风险性较低; 抑制型建言容易被管理者视为挑战, 
被同事视为制造麻烦 , 风险性较高 (Morrison, 
2014)。五是资源消耗不同：促进型建言往往提出

一些创造性的想法, 需要耗费员工较多的认知资

源; 抑制型建言因可能带来个人风险,员工提出这

类建言会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 需要耗费

员工较大的自我调节资源(Lin & Johnson, 2015)。
六是信息呈现方式不同：促进型建言以积极正面

的方式呈现信息; 抑制型建言以消极负面的方式

呈现信息。七是提供解决方案上：促进型建言提

出如何改进的方法; 抑制型建言并未提出方案来

解决发现的问题(Chamberlin, Newton, & LePine, 
2017)。 

3  前因差异理论 

基于建言可能带来潜在的个人收益和风险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speaking up), 员工在建言

前会进行仔细的评估(Detert & Burris, 2007)。大量

研究也表明, 对风险和收益的综合分析是员工选

择建言还是沉默的重要原因(Morrison & Milliken, 
2000) 。 如 Kish-Gephart, Detert, Trevino 和

Edmondson (2009)从认知视角分析员工沉默的原

因认为, 担心建言带来风险所造成的恐惧是员工

沉默的重要原因, 并提出建言效能感构念以减少

沉默, 促进建言。一些学者也从其他角度探讨降

低员工建言风险感知的因素, 发现了管理者开放

性和变革型领导的积极作用 (Detert & Burris, 
2007)。 

随着建言内容区分为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 , 
员工在建言和沉默之间的选择研究逐渐转移到促

进型还是抑制型建言的选择倾向上。不变的是 , 
许多研究继续从风险性因素出发, 探讨两类建言

在前因上的差异, 发现促进型建言的风险性相对

低于抑制型建言(Chamberlin et al., 2017)。因此, 
在风险性分析上, 员工更倾向于进行促进型建言, 
避免抑制型建言。这解释了为什么感知建言风险

尤其不利于抑制型建言的产生 (Wei, Zhang, & 
Chen, 2015), 心理安全则能很好地预测抑制型建

言(Liang et al., 2012)。除此之外, 学者们还从其他

方面着手, 寻找理论对两类建言的前因差异进行

解释, 这些理论有计划行为理论、调节焦点理论、

目标导向理论、社会期望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 
3.1  计划行为理论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Ajzen, 1991), 个体进行

某种计划行为的动机受三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

个体对该行为怀有积极的态度, 其次是个体感知

到的规范性压力, 最后是个体知觉到的自我行为

控制感。建言作为一种组织公民行为, 一方面能

给员工带来好处, 如提高绩效评估, 增加晋升机

会等(Morrison, 2014); 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合

作形式”的组织公民行为, 如助人行为。建言行

为具有挑战性的内在本质, 可能因挑战现状而使

上级感到难堪, 因增加工作负担被同事视为制造

麻烦 , 进而导致建言者受到不良的评价 (Burris, 
2012)。Liang 等(2012)综合以上考虑, 将计划行为

理论引入建言领域, 把建言视作员工在人际情景

中进行的一种计划行为。与计划行为理论相对应

的是员工心理安全、建设性变革的责任感以及组

织自尊, 并且这三个因素对两类建言的影响程度

不同：建设性变革的责任感、组织自尊与促进型

建言的相关性更强, 心理安全感与抑制型建言的

相关性更强。 
3.2  调节焦点理论 

调节焦点理论认为, 个体在追求目标的过程

中会对自身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进行必要的管理

和调节(Gamache, McNamara, Mannor, & Johnson, 
2015), 这种调节和管理可以分为促进型调节焦点

和预防型调节焦点。促进焦点和预防焦点在目标、

策略以及情绪三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别 (Lin & 
Johnson, 2015)。目标上, 促进焦点倾向于设置理

想目标并积极趋近该目标, 预防焦点倾向于设置

危险状态并极力避免该状态; 策略上, 促进焦点

倾向于采取创新策略实现理想目标, 预防焦点倾

向于采取警戒策略避免危险状态; 情绪上, 促进

焦点设想理想目标 , 常伴随高唤起的积极情绪 , 
如兴奋, 预防焦点设想危险状态, 常伴随高唤起

的消极情绪, 如焦虑。与两种调节焦点相对应, 促
进型建言提出建议改善工作流程, 关注的是理想

目标; 采取的是创新策略; 并伴随着积极情绪。抑

制型建言指出存在的问题以避免损失, 关注的是

危险状态; 采取的是警觉策略; 并伴随消极情绪。

基于以上分析, 一些研究探讨不同调节焦点对不

同类型建言的预测作用发现, 促进焦点的员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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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提出进一步改善工作流程的措施, 预防焦

点的员工更可能提出制止不当实践的建议(Lin & 
Johnson, 2015; MacMillan, Hurst, Kelley, Howell, & 
Jung, 2019)。此外, Chamberlin 等(2017)通过元分

析梳理两类建言的前因和后果研究也认为, 焦点

定向的差异是造成两类建言前因和后果差异的重

要理论基础。 
3.3  目标导向理论 

根据目标导向理论(Carver & Scheier, 1998), 
人的行为既是对刺激的反应, 又是通过一连串的

动作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目标导向理论把个体

的目标导向分为学习目标和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

又分为绩效趋近导向和绩效回避导向。趋近导向

反映个体展现胜任能力的倾向, 个体积极追求理

想的目标, 对环境中的机会和奖励更加敏感 , 更
多地表现出趋近的行为; 回避导向反映个体避免

胜任能力受到质疑的倾向, 个体对环境中的危险

更加敏感, 倾向于避免让自己的绩效受到损害以

保护自身(Carver, 2006)。趋近导向的员工在认知

上对提升自己绩效和胜任能力的机会、奖赏更加

敏感(Elliot & Harackiewicz, 1996), 更可能思考达

到理想目标的方法, 其建言内容更多地包含促进性

的方面。回避导向的员工在认知上对损害自身绩效和

胜任能力的威胁更加敏感(Elliot & Harackiewicz, 
1996), 更可能思考避免危险状态的方法, 其建言

内容则更多地包含抑制性的方面。基于此, Kakkar
等(2016)结合目标导向理论和两类建言 , 发现不

同绩效目标导向对不同类型建言的预测作用：绩

效趋近导向的员工更可能提出改善现状的建议 ; 
绩效回避导向的员工更可能识别出工作中存在的

危险。 
3.4  社会期望理论 

尽管员工建言能给组织带来诸多益处, 但在

实际情况中, 员工“知而不言”的情况却时有发

生。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员工

不确定建言能否得到采纳, 即感知建言效能问题, 
二是员工担心建言行为会遭到报复, 即感知建言

风险问题(Morrison, 2011, 2014)。因此, 当员工相

信建言能够得到重视并且带来的个人风险低时 , 
建言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建言效能和建言风险与

社会期望理论(Paulhus, 2002)的基本内涵相一致, 
其认为代理动机和公共动机是个体进行自我展示

的潜在原因, 并且在决定表现出某种行为时, 个

体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的期望相符合 , 
只有在符合社会期望的情况下, 个体才会表现出

这种行为。代理动机驱使个体主动呈现积极的自

我形象, 如支配性、胜任能力等(Lalwani, Shavitt, & 
Johnson, 2006), 感知建言效能更高; 而公共动机

驱使个体避免做出降低自身宜人性、友好性的行

为, 感知建言风险更高(Paulhus & John, 1998)。实

证研究也发现了感知建言效能对促进型建言的预

测作用, 感知建言风险对抑制型建言的阻碍作用, 
并且权力距离破坏员工的感知建言效能, 表面和

谐增加员工的感知建言风险(Wei et al., 2015)。 
3.5  资源保存理论 

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1989, 2002)认为资源

是有限的, 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 个体会尽量避

免资源的损耗, 在资源消耗的情况下, 个体也会

努力获取资源以维持必要的活动。促进型建言提

出创新性的想法和解决方案, 通常需要耗费员工

较大的认知资源(Farh, Tangirala, & Liang, 2010), 
抑制型建言尽管风险性更高, 但其不像促进型建

言那样需要耗费比较大的认知资源  (Morrison, 
2014; Liang et al., 2012), 因此, 员工在资源保存

动机的驱动下, 会更加避免进行促进型建言(Qin 
et al., 2014)。然而, 当员工面临较大的压力时, 资
源获取动机占主导地位, 情况则相反。抑制型建

言能够及时制止不当实践, 而促进型建言需要经

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此时, 员工更可能

进行抑制型建言来及时缓解自己的压力, 而不是

寄希望于关注组织未来理想状态的促进型建言。Qin
等(2014)比较情绪耗竭情况下员工的两类建言行

为发现, 在资源保存动机的驱动下, 情绪耗竭负

向影响促进型建言; 而在资源获取动机的驱使下, 
情绪耗竭正向预测抑制型建言。 

4  前因综述 

通过对两类建言的产生机制进行理论上的解

释后 , 本文将梳理它们在员工层面(如人格倾向 , 
需要、动机和情绪因素, 工作相关因素)、领导层

面(如领导风格、领导行为)、人际层面(如领导成

员 交 换 Leader-member exchange( 以 下 简 称 为

LMX)和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和组织层面(如组

织政治、组织公平)的实证研究。 
4.1  员工层面 

进行何种建言首先受员工的人格倾向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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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员工为了满足自身的心理需要, 或受到了

动机和情绪因素的驱使, 最后, 工作相关因素如

工作态度、工作价值观、工作经历、工作特征和

职位等级也会影响员工的不同建言。 
4.1.1  人格因素 

两类建言的人格前因研究上, 不同的研究从

不同的人格倾向出发, 探讨其对两种建言的不同

影响。根据两种调节焦点与两类建言的相似性 , 
Lin 和 Johnson (2015)研究发现促进焦点定向的员

工更偏好促进型建言, 预防焦点定向的员工更偏

好抑制型建言。类似地, 两种目标导向也与两类

建言相对应, 绩效趋近目标导向增加促进型建言, 
绩效回避目标导向增加抑制型建言(Kakkar et al., 
2016)。另外, 员工的尽责性、外向性(Liu, Liao, 
Liao, & Wei, 2014)和真诚性(Knoll & van Dick, 
2013)是预测抑制型建言的重要因素, 亲社会导向

(Sanner, Ziauddin, & Chou, 2017)及情境交流导向

(Ward, Ravlin, Klaas, Ployhart, & Buchan, 2016)对
两类建言则产生阻碍作用, 尤其是对抑制型建言

的影响。  
4.1.2  需要、动机和情绪因素 

员工的心理需要上, 归属需求高的员工会为

了与领导建立良好的 LMX 而主动建言, 且这种

需要对促进型建言的预测作用更强, 这是因为促

进型建言对领导的挑战程度较低, 比较受领导认

可, 更有助于员工与领导建立良好的 LMX (Kong, 
Huang, Liu, & Zhao, 2017)。员工动机方面, 关心

组织动机、亲社会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对两种建

言均有积极影响(陈思, 李锡元, 陆欣欣, 2016)。
情绪方面, Qin 等(2014)发现不同情绪耗竭情况下, 
员工的建言选择不同; 情绪耗竭由低到中时, 负
向影响促进型建言; 情绪耗竭由中到高时, 正向

预测抑制型建言。  
4.1.3  工作相关因素 

员工的工作态度方面, 有研究把促进型建言

看作员工创造性行为, 发现敬业度高的员工具有

更高的创造力进而能产生此类建言(Kong, Chu, 
Mondejar, & Allen, 2016)。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方面, 
工作满意度与促进型建言正相关; 而其与抑制型

建言的关系受员工类型的影响而不同：老员工也

是工作满意度越高越倾向于进行抑制型建言, 但
对新生代员工而言, 工作满意度高和低其都会产

生抑制型建言(阎亮, 马贵梅, 2018)。工作价值观

中, 舒适与安全负向影响两种建言, 能力与成长、

地位与独立正向影响两种建言(詹小慧 , 杨东涛 , 
栾贞增, 2016)。组织承诺方面, 企业承诺和工会承

诺对两种建言均有积极影响, 但工会承诺对两种

建言的影响强于企业承诺, 尤其是对抑制型建言

的影响上(胡恩华, 章燕, 单红梅, 张龙, 2018)。职

业态度方面, 职业召唤高的员工具有更强的建设

性变革责任感和乐观性 , 更积极进行两种建言

(Chen, May, & Schwoerer, 2016; 张跃, 杨旭华 , 
陈娜, 2018)。此外, 员工的职位等级(MacMillan et al., 
2019), 工作自主性(Dedahanov, Rhee, & Gapurjanova, 
2018), 工作本身存在的缺陷情况(Shepherd, Patzelt, & 
Berry, 2019)均是影响抑制型建言的重要因素, 工
作经历则对促进型建言的产生更为重要(Li, Li, & 
Zhu, 2016)。 
4.2  领导层面 

员工是否建言以及决定做出何种建言与领导

个人的领导风格和领导行为密切相关。现有文献

比较丰富地讨论了不同领导风格以及领导的不同

行为对员工两类建言的影响。 
4.2.1  领导风格 

正性领导风格方面, 首先是变革型领导对两

种建言的影响研究比较全面。变革型领导激发下

属两类建言的机制有：使员工感知工作的意义

(Chen, Wang, & Lee, 2018)、提升与员工的 LMX 
(Jada & Mukhopadhyay, 2019)、增强员工的组织认

同(Hu, Zhang, & Wang, 2015), 以及给予员工工作

自主性(Svendsen, Unterrainer, & Jønsson, 2018)。其

次是关注真实型和谦卑型领导对抑制型建言的影

响机制：真实型领导增强员工希望(刘生敏, 廖建

桥, 2015a)、团队心理安全和团队真实型跟随(刘生

敏, 廖建桥, 2015b); 谦卑型领导则能够激发员工

的建言效能 (张亚军 , 张金隆 , 张军伟 , 崔利刚 , 
2017)。另外, 服务型领导通过提升员工的义务感

而增加两种建言 (Arain, Hameed, & Crawshaw, 
2019)。不同领导风格对两种建言的影响也存在差

异, 授权型比变革型和伦理型领导更能激发员工

的两种建言(Jada & Mukhopadhyay, 2019)。同一领

导风格对不同类型建言影响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 
仅 Chamberlin 等(2017)在元分析中发现, 伦理型

领导以及领导的开放性特征更能激发员工促进型

建言。负性领导风格方面, 研究主要探讨辱虐型

领导的影响, 辱虐型领导通过破坏员工组织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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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丹, 2012), 心理安全感、组织支持感(李锐, 凌
文辁, 柳士顺, 2009)而不利于两类建言的产生。 
4.2.2  领导行为 

领导的情绪、言语和行为等传递出的信息会

给予员工心理暗示, 进而影响员工的建言。领导

表现出积极情绪, 能够给予员工心理安全感而有

助于促进型建言的发生(Liu et al., 2015); 相反, 
领导表现出消极情绪则降低员工对领导的喜爱及

信任, 不利于促进型建言的产生(Song, 2018)。言

语上, 领导对员工进行鼓励能对两种建言起到显

著的激励作用(Mayfield & Mayfield, 2017)。领导

宽恕和领导信息共享行为分别通过员工心理安全

和内部人身份认知, 激发员工的抑制型建言(张亚

军 , 张磊 , 2017; 陈倩倩 , 樊耘 , 张旭 , 于维娜 , 
2017)。此外, 李锐等(2010)发现上司信任和心理

所有权是领导支持影响员工两种建言的重要机制, 
而 Han 和 Hwang (2019)则从心理资本的角度解释

领导支持对两种建言的积极影响。 
4.3  人际层面 

职场由群体组成, 其中有人际的互动, 主要

是上下级的互动和同事间的互动, 上下级互动中

表 现 为 领 导 成 员 交 换 (LMX) 或 上 下 级 关 系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4.3.1  上下级关系和 LMX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建言是员工回馈领导的一

种方式, 实证研究也发现 LMX 增强员工心理安

全和心理意义, 促使其产生回报领导的意图而进

行两种建言(Song, Wu, Hao, Lu, Zhang, & Liu, 
2017)。并且, 在非盈利组织中, LMX 尤其能鼓励

员工向领导汇报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Pei, Pan, 
Skitmore, & Feng, 2018)。上下级关系对两种建言

同样具有积极影响, 上下级关系能够促进员工两

类建言的原因可能是员工对上级的信任 (Yan, 
2018), 员工的心理授权感和心理所有权 (Wang, 
Wu, Liu, Hao, & Wu, 2019), 以及员工心理安全感

的提升和面子顾虑的降低(梁潇杰, 于桂兰, 付博, 
2019)。 
4.3.2  同事关系 

同事的积极影响方面, 同事的支持、信任、

尊敬以及职场友谊均能引发员工的建言。具体而

言, 同事支持增强员工建设性变革的责任感而引

发促进型建言(Xie, Ling, Mo, & Luan, 2015), 但
不能很好地预测抑制型建言(Loi, Ao, & Xu, 2014); 

同事信任正向影响两类建言且不存在影响差异 ; 
同事尊敬提高员工积极情绪和控制信念而引发两

种建言(Ng, Hsu, & Parker, 2019); 职场友谊对促

进型建言的预测力则要大于抑制型建言(孙健敏, 
尹奎, 李秀凤, 2015)。不良人际关系方面, 研究发

现职场排斥阻碍员工的两类建言, 其机制是员工

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Wu, Qu, Zhang, Hao, Tang, 
Zhao, & Si, 2019), 以及员工的群体成员归属感遭

到破坏(Wu, Wang, & Lu, 2018)。 
4.4  组织层面 

建言是组织环境与员工人格交互作用的结果, 
组织环境会间接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近年来在

组织层面也积累了一些影响员工两种建言的认识, 
主要有人际公平、组织政治和组织的各类实践。 

组织在人际上表现得公平能给员工心理授权

感而增加促进型建言, 但与抑制型建言的关系不

显著(孙雨晴, 时金京, 兰芳, 2018)。组织政治则

导致员工的心理不确定性, 对两类建言均产生不

利影响, 但对于如何缓解组织政治对两类建言的

不利影响上, 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安全感分别起到

不同调节作用(Li, Liang, & Farh, 2018)。在组织内

部实践对两种建言积极影响的机制上, 高绩效工

作系统给员工以组织支持感(苗仁涛, 周文霞, 刘
丽 , 潘静洲 , 刘军 , 2015); 组织发展性绩效评估

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Zhang et al., 2014); 组织

给员工参与决策的机会令员工感觉到被信任

(Chen, 2017); 组织的建言实践程序则能有效地激

发员工勇于向组织提出促进型建言, 但对抑制型

建言的产生却不如人意(Knoll & Redman, 2016)。
另外, Wei 等(2015)发现, 对于注重表面和谐的员

工而言, 创造良好的建言氛围有利于引发员工的

抑制型建言 ; 而对于注重权力距离的员工而言 , 
组织的授权有助于促进型建言的产生。在组织外

部实践上, 组织重视社会责任能在组织中营造关

怀他人的氛围而提升员工的两种建言, 并且这种

氛围对促进型建言的影响要大于抑制型建言

(Wang, Zhang, & Jia, 2019)。 
4.5  前因理论与综述小结 

通过上述前因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梳理可以看

出, 由于两类建言在概念上存在相同的内涵, 导
致它们有许多共同的前因, 且这些前因对两类建

言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如个体层面的主动性、

工作自主性, 领导层面的一些正性领导风格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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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领导行为, 人际层面的 LMX、上下级关系和同

事关系, 组织层面的高绩效工作系统、参与决策

机会等。但是, 两类建言在概念内涵上有各自的

特殊性, 这导致它们有不同的前因。例如调节焦

点理论和目标导向理论从员工的人格倾向因素解

释其对不同类型建言的影响差异, 计划行为理论

与社会期望理论从组织和领导层面解释其对两类

建言的影响差异, 资源保存理论从不同情绪压力

解释其对两类建言的影响差异。除个体差异造成

的建言类型不同外, 领导和组织层面的理论主要

还是从两者的风险性出发, 也就是说抑制型建言

更容易受安全感和支持性方面的因素影响, 促进

型建言主要受效能感和责任感方面的因素影响。 

5  后果差异理论 

在两类建言的后果差异上, 同样也有一些理

论对此进行了解释, 这些理论有调节焦点理论、归

因理论、自我损耗理论、认知评价理论和情感事

件理论。 
5.1  调节焦点理论 

调节焦点理论(Higgins, 1997)不仅可以解释

员工为什么会做出不同类型的建言, 而且可以解

释为什么不同的建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为团

队成员既可以通过自己的促进行为激发整个团队

追求理想的目标, 也可以通过抑制行为引导团队

找出存在的问题。实证研究也发现团队层面的促

进型建言, 能激发整个团队追求与成就相关的目

标 , 使团队形成促进焦点定向 , 更加注重机会 , 
更多地进行团队的创新, 进而提升团队的生产绩

效; 抑制型建言则驱使团队追求与安全相关的目

标 , 使团队形成预防焦点定向 , 更加关注风险 , 
更多地进行团队的监控, 进而提升团队的安全绩

效(Li, Liao, Tangirala, & Firth, 2017)。类似地 , 
Liang, Shu 和 Farh (2019)研究发现, 团队促进型

建言有助于盘活团队成员的不同知识, 提高团队

知识的利用程度, 进而促进团队的创新; 抑制型

建言则通过让团队形成善于反思的氛围而提升团

队的创新。此外, 团队的不同建言对领导的影响

也不一样：团队促进型建言促使领导形成促进焦

点而成为远见型领导, 抑制型建言则使领导形成

预防焦点而成为定规型领导(Li et al., 2017)。 
5.2  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Heider, 1958)认为人们有对他人的

行为作出解释的倾向, 从而帮助自身更好地预测

和控制环境, 个体对他人行为做出的反应取决于

对其动机的归因。对行为背后动机的识别会影响到

领导对下属的评价(Cheung, Peng, & Wong, 2014)。
当员工向领导建言时, 领导者通常会试图思考员

工建言的动机。不同类型的建言会引起领导不同

的归因, 进而导致领导对员工的评价不一致。促

进型建言提出改善组织运作的建议, 其隐藏的建

设性动机容易被领导所察觉, 领导者倾向于采纳

促进型建言, 抑制型建言虽然同样出于关心组织

的动机, 但是其指出组织的不当实践, 且这些不

当实践的主要负责人是领导, 领导会视抑制型建

言为挑战自身权威的行为, 进而拒绝采纳抑制型

建言(Burris, 2012)。在两类建言的采纳上, 研究发

现领导会因感知到员工的忠诚而采纳促进型建言, 
因感知到员工的威胁而拒绝抑制型建言 (Burris, 
2012; Hassan, Batool, & Hassan, 2016)。与此类似, 
管理者会把促进型建言的动机归结为亲社会动机

和建设性动机 , 进而提高对员工的绩效评价, 但
是抑制型建言不存在同样的效果(Su et al., 2017)。 
5.3  自我损耗理论 

根据自我损耗理论, 个体在进行需要自我控

制的活动时, 所能用来调节自身行为的资源是有

限的 (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 并且进行需要自我控制和调节的活动会消

耗个体的调节资源 , 进而导致个体的自我损耗 , 
如认知疲乏、情绪耗竭、意志力削弱等情况(Hagger, 
Wood, Stiff, & Chatzisarantis, 2010)。不同活动给

个体带来的损耗程度不同：抵制诱惑、调节负性

情绪等活动通常带来更高的损耗, 而由内部动机

激发的活动不仅不会导致自我的损耗, 反而能使

个体集中注意力, 在任务上更加坚持(Beal, Weiss, 
Barros, & MacDermid, 2005)。建言提出创新的想

法改善组织运作或指出组织存在的问题, 在一定

程度上会给员工带来自我的损耗。但不同类型的

建言带来的损耗不一样, 促进型建言设想组织未

来的理想状态 , 常伴随兴奋 , 愉悦等积极情绪 , 
能给员工带来动机趋近功能, 员工会集中精力以

完成目标, 反而降低自我损耗; 而抑制型建言设

想组织受损的情况, 且担心建言的不良后果, 容
易引发员工的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 给员工带

来极大的自我损耗 (Liang et al., 2012)。Lin 和

Johnson (2015)在研究不同调节焦点对不同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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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差异外, 还发现促进型建言可以减少员工

的自我损耗, 而抑制型建言增加员工的自我损耗。 
5.4  认知评价理论 

压力的认知评价理论 (Lazarus & Folkman, 
1984)认为, 当工作环境中的要求超过了个体所能

应对的程度时就会产生工作压力。个体在工作中

会遇到各种使人产生压力的刺激源, 根据这些刺

激源的性质, 个体会对其进行认知评价, 以确定

这些刺激能否影响自身, 以及自身对此的控制程

度。团队建言是引发管理者认知评价的重要刺激

源, 因为团队建言挑战现状, 提出建议要求管理

者采取措施改进工作程序, 或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 , 管理者会据此对团队建言进行认知评价

(Liang et al., 2012; LePine & van Dyne, 2001)。并

且, 管理者还可能把团队建言当作针对自身绩效, 
甚至是个人品质和能力的质疑而感受到威胁, 这更

加会激发管理者对建言的认知评价(Fast, Burris, & 
Bartel, 2014)。管理者对团队建言的积极评估还是

消极评估取决于团队建言的性质, 当团队建言是

能够促进管理者获得成长和提升的促进型建言时, 
管理者会对此类建言进行挑战性评估而产生挑战

性压力, 并努力解决员工提出的需求; 对可能威

胁、损害自身的抑制型建言进行阻断性评估产生

阻断性压力 , 导致管理者的情绪耗竭 (Sessions, 
Nahrgang, Newton, & Chamberlin, 2019)。 
5.5  情感事件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Weiss & Cropanzano, 1996)认
为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和绩效不只由其个性和态

度所决定, 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他们在工作中时刻

变化的情绪所影响。情感事件是指员工在工作中

遇到的各种影响个体情绪的事件, 特别是有意义

的、不平常的事件(Weiss & Cropanzano, 1996)。建

言代表着员工的主动投入, 对员工和组织来说都

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 并且建言是员工的角色外

行为, 并不是职责内进行的经常性行为。因此, 根
据情感事件理论, 建言可以说是员工的重要情感

事件, 这种情感事件会影响员工的情绪。不同类

型的建言对员工情绪的影响不一样。促进型建言

向组织提出改善措施, 进行的是一种挑战性任务, 
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和员工自我控制感的提升, 代
表着一种积极的情感事件, 与员工的积极情绪相

联系(Starzyk, Sonnentag, & Albrecht, 2018)。抑制

型建言报告组织存在的问题并伴随消极情绪, 但

其目的不仅仅是批评, 而是使组织关注存在的问

题并想办法解决, 员工反而会在提出抑制型建言

后减轻自己的顾虑和担忧等消极情绪 (Beehr, 
King, & King, 1990)。根据以上分析, Starzyk 等

(2018)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把建言看作是员工的一

种情感事件, 并采用日记调查法研究员工在会议

上进行不同建言后一工作日末的情绪变化发现 , 
尽管促进型建言对积极情绪的提升不显著, 但抑

制型建言能显著缓解员工的消极情绪。 

6  后果综述 

两类建言影响后果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缺乏,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两类建言对员工、领导和团队

的影响。员工层面包括绩效、工作满意度、情绪、

自我损耗、地位等; 领导层面有建言采纳、领导

类型和情绪耗竭; 团队层面主要是团队绩效和团

队创新。 
6.1  员工 

个人绩效方面, 两类建言对员工绩效的影响

结论不太一致, 但总体而言促进型建言更有助于

提升领导对员工的绩效评估。这可能是因为管理

者对两类建言背后的动机感知不一样, 管理者对

促进型建言员工的感知更多是忠诚, 而对抑制型

建言员工的感知更多是威胁(Hassan et al., 2016)。类

似地, 上级会把促进型建言背后的动机归结为亲

社会动机和建设性动机, 抑制型建言则不存在这

样的效果(Su et al., 2017)。不过也有研究发现, 中
等频率的抑制型建言也可以通过领导感知建言建

设性而提升员工的绩效评估(Huang, Xu, Huang, & 
Liu, 2018)。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促进型建言在得

到采纳的情况下能增强员工的自我效能, 进而提

高之后的工作绩效(李方君, 祁婷婷, 2017)。工作

满意度方面, 两种建言均能通过增强员工的自我

效能感而提高工作满意度(Song, He, Wu, & Zhai, 
2018)。在建言与员工地位的关系上, 研究结论不

太一致, 有研究认为只有男性提出促进型建言才

能 提 高 其 在 组 织 中 的 地 位 (McClean, Martin, 
Emich, & Woodruff, 2018), 也有学者发现两种建

言均能提高员工在组织中的地位, 并且抑制型建

言的作用反而更强(Weiss & Morisson, 2018)。建言

对员工个人的内在影响方面, 研究发现尽管抑制

型建言会导致员工的自我损耗, 但它也可以减少

员工的负性情绪; 而促进型建言虽不会导致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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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损耗, 但其对积极情绪的提升不显著(Lin & 
Johnson, 2015; Starzyk et al., 2018)。 
6.2  领导 

由于两类建言在挑战程度, 信息呈现方式等

方面的不同, 领导倾向于采纳促进型建言而非抑

制型建言, 这可能是因为领导者认为后者比前者

更具有挑战意味(Burris, 2012)。那么抑制型建言

如何能得到领导的采纳？有学者发现职级高但与

领导关系不密切的员工所提出的抑制型建言容易

得到采纳(MacMillan et al., 2019)。综合两类建言

的采纳 , 国内魏昕和张志学 (2014)发现 , 员工专

业度越高, 上级越有可能采纳其促进型建言; 但
对于抑制型建言, 只有当上级地位较高且下属专

业度也高时, 才能得到采纳; 当上级地位较低时, 
即使员工专业度高, 其建言也不能得到采纳。同

样, 真实型领导也倾向于采纳专业性高的员工提

出的促进型建言(Zhang, Liang, & Li, 2017)。两种

建言也会对领导产生影响, 团队促进型建言会促

使领导形成促进焦点而成为远见型领导, 团队抑

制型建言则使领导形成预防焦点而成为定规型领

导(Li et al., 2017), 并且, 领导评估团队抑制型建

言 比 评 估 促 进 型 建 言 更 容 易 产 生 情 绪 耗 竭

(Sessions et al., 2019)。 
6.3  团队 

团队绩效方面的研究结论也不太一致。有研

究发现两类建言分别提升团队的不同绩效：团队

促进型建言提高团队的生产绩效, 团队抑制型建

言提高团队的安全绩效(Li et al., 2017)。但也有学

者认为只有促进型建言才能通过团队反思提高团

队绩效, 抑制型建言反而引发团队的负性情绪阻

碍团队绩效(Zhang, Ling, Xie, & Liu, 2017)。组织

的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则均有

助于提高团队的创新绩效 (Shin, Woodwark, & 
Jung, 2017)。团队创新方面, 团队促进型建言提升

团队创新的原因是它能使得团队更加开放, 成员

更愿意讨论团队内的想法 (Guzman & Espejo, 
2019)。也有研究发现, 团队促进型建言能通过团

队知识利用和团队反思双路径提升团队的创新 , 
而抑制型建言只通过团队反思单路径促进团队创

新(Liang et al., 2019)。此外, 团队创造力方面, 有
研究者认为团队促进型和抑制型建言可能分别导致

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而阻碍团队创造力(Takeuchi, 
Zhang, & Zhou, 2018)。 

6.4  后果理论与综述小结 
通过梳理两类建言后果差异的理论以及研究

后,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 调节焦点

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两类建言在领导和团队结果上

的差异, 如领导类型、团队绩效和团队创新的不

同。第二, 归因理论和认知评价理论主要用以解

释领导层面的结果差异, 如领导的建言采纳和情

绪耗竭不同。第三, 自我损耗理论和情感事件理

论主要用以解释两类建言对员工个人内在方面的

影响差异 , 如员工的自我损耗和情绪变化不一

样。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两类建言对员工地位的

影响上, McClean 等(2018)用期望状态理论解释并

研究发现, 男性员工提出促进型建言才能提高其

在组织中的地位, 而 Weiss 和 Morisson (2018)则
基于地位获得理论发现, 两类建言对员工地位均

有正向影响, 且抑制型建言的作用反而更大。因

此, 两类建言与员工组织地位的关系还需要理论

和研究的深入。 

7  展望 

通过对两类建言进行概念内涵和理论产生与

影响机制上的区分及前因后果研究的归纳后, 我
们可以发现, 组织层面两类建言产生及后果的研

究相对比较欠缺, 两类建言前因后果差异的机制

及理论解释还待深入探究。结合以上, 本文呼吁

未来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 尽管已有研究从调节焦点理论、目标

导向理论、自我损耗理论、认知评价理论等解释

两类建言在前因与后果上的差异, 但是, 我们可

以看到, 这些理论更多的是从员工的人格倾向来

进行解释的。其他角度如人际视角, 人际关系与

两类建言的关系缺乏理论的综合, 再如情境角度, 
情境如何造成员工决定提出促进型或是抑制型建

言。因此, 从其他角度寻找理论解释两类建言前

因与后果的差异是未来研究具有潜力的方向。 
第二 , 正如研究所发现的 , 在某种程度上 , 

两类建言总体上都有益于团队。然而在管理实践

中, 大多数团队要么以促进焦点为主, 虽注重机

会和潜在收益, 但容易忽视风险, 导致决策过于

冒险; 或是预防焦点为主 , 虽注重防范风险 , 但
过于保守, 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有效的团队应该

既具有促进焦点又具有预防焦点, 团队成员不但

能提出改善现状的促进型建言, 而且能提出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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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抑制型建言。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如

何引导团队既注重创新发展又注重防范风险, 团
队成员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建言, 从而成

为一个“攻防兼备”的团队。 
第三, 总体而言, 促进型建言能给组织带来

积极的改变, 管理者容易把员工的建言动机归结

为亲社会动机, 进而采纳。但也有研究表明, 权力

动机高的管理者面对员工的促进型建言时并不会

采纳, 因为管理者会把促进型建言视作员工追求

权力的手段(Urbach & Fay, 2018)。抑制型建言质

疑现有管理实践, 管理者容易把此类建言视为对

自己权威的挑战而拒绝采纳。但也有研究表明 , 
员工的职级、专业性等有助于抑制型建言更好地

得到采纳(MacMillan et al., 2019)。结合以上, 探讨

管理者为何采纳不同的建言, 以及如何能让管理

者更好地采纳不同的建言, 对改善管理实践具有

重大意义。 
第四, 正如社会期望理论(Paulhus, 2002)所述, 

个体倾向于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但不同

文化导向的个体对社会期望的表现不同(Paulhus, 
1984), 个体主义文化的社会期望表现为“欺骗式

的自我增强” (self-deceptive enhancement), 个体

对自我具有不现实的过度积极的看法, 倾向于在

组织中积极表现自己的能力和独特性; 集体主义

文 化 的 社 会 期 望 则 更 多 表 现 为 印 象 管 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个体注重自己的群体

身份, 倾向于在组织中进行印象管理以迎合组织

期望(Lalwani et al., 2006)。本文认为个体主义文

化员工进行促进型建言更多是基于证明自身能力

的动机, 较少进行抑制型建言更多是为了避免自

身能力受到质疑。集体主义文化员工进行促进型

建言可能更多基于印象管理动机, 为了获得组织

的支持和认可, 较少进行抑制型建言则是为了避

免社会拒绝, 但当组织期望抑制型建言时, 员工

也会迎合组织的期望而积极进行抑制型建言。因

此, 员工进行促进型或抑制型建言在集体主义文

化中更多取决于组织的期望, 而在个体主义文化

中更多取决于员工个人。所以, 探究不同文化情

境下, 员工进行促进型建言以及避免抑制型建言

的原因差异也是未来研究有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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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omotive and prohibitive voice 

LI Fangjun, ZHONG Xupeng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omotive and prohibitive voic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ir distinction includes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goal-oriented theory,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theory,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attribution 
theory, self-depletion theory, transactional theory of stress, and affect events theory. Corresponding to the 
theories, their antecedents differ in characteristics of voicer (e.g. personality, motivation), leadership style 
and behavior,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e.g.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their consequences differ in work attitude and behavior (e.g. performance, job 
satisfaction), manager's endorsement, team performance. Promising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e how the two 
types of voice coexist in team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voice behavior, promotive voice, prohibitive voice, theoretic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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